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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救灾思想述略 

郑志锋

（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谢觉哉是一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在处理灾荒方面有诸多论述，形成了其深刻的救灾思想。谢觉哉十分关
注自然因素之外的灾荒成因，在区别解放区政府救灾与国民政府救灾的本质不同的基础上，提出新社会救灾的主体是人民，

救灾是与灾荒的长期斗争，救灾是一个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在救灾工作中应把救济款的发放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抓。从谢

觉哉的救灾思想中，我们既可感受到新旧社会处理灾荒问题的本质区别，还能发现其不可忽略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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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
望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他关

注民生，体恤民情，特别是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内务

部长期间，在处理灾荒方面发表诸多论述，形成了

其深刻的救灾思想，对当代救灾问题处理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一　关注自然因素之外的灾荒成因

灾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历

了旧新社会转变的谢觉哉对灾荒的成因有自己的

独特看法。早在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谢觉哉就在
《红旗》上发表了《谈谈现在的灾荒》一文，提出了灾

荒成因的看法：１．灾荒并非天降。“风调雨顺虽然
难得，然断没有这样的不风调雨顺的时期。”２．并非
人民不知道防灾。“中国人民虽然不知道科学，然

水利农时，驱蝗积谷的老经验却很富有。”３．国民党
军阀是大饥荒的制造者。“壮丁呢，死亡了；室庐

呢，烧毁了；财物呢，刮尽了；实业呢，破坏了。既没

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７
作者简介：郑志锋（１９７５－），男，福建永春人，福建中医药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郑志锋：谢觉哉救灾思想述略

有储蓄，而又无人力耕种，无资本耕种，这样，安得

不灾荒？”［１］２０４。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５日，谢觉哉在中国
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的报告中也谈到：“旧时代压在

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削弱了人民的抗灾力量，甚

至他们直接造灾，然后在自己涨满了的荷包里，拿

出些微，假装慈善。”［１］７１９的确，日本帝国主义的８年
侵略战争、蒋介石的４年反人民内战，强改河道，炸
毁堤防，焚杀搜刮，无所不至，大大减弱了人民抗灾

的力量，更是加重了灾荒。所以，在报告的最后，谢

觉哉宣告：“让中国灾荒的制造者———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反动派去幸灾乐祸罢！”［１］７２４

据研究，“我国天灾多源于人祸、频繁的战争和

腐败的政治，致使能够实行的防灾责任，如清淤河

道、加固堤坝、植树造林等也渐渐减少了，结果导致

灾荒频繁发生。”［２］据史料记载，民国元年至２６年
（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年），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７７次，其中
水灾２４次、旱灾１４次、地震１０次、蝗灾９次、风灾６
次、疫灾 ６次、雹灾 ４次、歉饥 ２次、霜雪之灾 ２
次。［３］４０对于造成这些灾荒的社会因素，当时的报刊

多有报道分析。如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９日《上海新夜报》
载：“此次山西大水，酿成巨灾，可谓半由于天，半由

于人。而为政之疏略，实亦难辞其咎。言汾堤之决

口，实因堤坝失修之故。”［３］９６又如《日文东亚杂志》

１９３３年６月号载：“一九三一年之水灾，……淹没人
家一千四百万户，损害金额达四万万五千万以上。

……然此次水灾本可防止，可防而不能防，此实吾

人所应注意者。盖扬子江堤防修理费，年拨海关附

加二百万元；特别附加七百万元；粮税附加一二百

万元；……；合计有一五二○万元。此巨额资金，一
部分入军阀之私囊，一部分则尽入川江龙公司（鸦

片公司），而此公司后来又告破产。”［３］９７再如 １９３４
年５月１２日《上海大晚报》载：“运河沿岸各县治运
亩捐，大多为各县当局所挪用。即有少数解省之

款，又被省府当局挪充急需，以致治河工款，反告向

隅。”［３］Ｐ９８由这些分析可见，谢觉哉没有把灾荒仅仅

归结为自然因素，而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关

键成因，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二　区分解放区政府救灾与国民政府救灾本质

谢觉哉对国民政府和解放区政府救灾本质的

区别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不认同旧社会反动

统治阶级的赈济，认为：“如果不是生长统治阶级，

而的确来自田间的人，一定想到灾民是不希望赈济

的，从来也没有赈济过。中国式的赈济，纸面上写

着‘嘉惠灾黎’，‘活人无算’，实际上是赈款上了腰

包。”“中国人的一切痛苦都是帝国主义给与的；灾

荒，是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国民党军阀，是帝国主义

造成的。从强盗荷包里拿出点赃物，向被盗抢的主

人大讲其仁慈，大家也就说这强盗爷真是‘替天行

道’，这是多么便宜的事。”［１］２０５在旧社会，统治阶级

把救济工作等同于“慈善事业”，主观上希望救济对

象对他们有所依赖，而且所给予的一点点赈济经过

层层刮扣，到灾民身上已所剩无几。这种赈济并非

真正的赈济。谢觉哉敏锐地洞悉了这一点，他在

１９５１年４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处理接受
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会议暨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

议开幕词中，就深刻揭露了旧社会所谓救济事业的

本质：“他们是社会一切灾难的制造者，又装作是一

切灾难的救济者。强盗打进家里，什么都抢去，临

时丢给你几件烂衣、几升糠米，叫做‘施舍’，要你感

谢。这就是以前所谓救济事业的本质。”［１］７６７因此，

谢觉哉认为真正的赈济，“只有同阶级的人握到了

政权和经济权才行”。［１］２０６

而对于解放区的救灾，谢觉哉认为与国民政府

的救灾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

的政府，政府的钱粮就是人民的钱粮，因此政府的

救济就谈不上恩赐；解放区的人民之间是互相帮助

的关系，一时接受帮助，为的是将来不要帮助，因此

接受帮助并不等同于依赖。“事实证明：凡能够克

服恩赐与依赖两观点的，在他面前就没有不可战胜

的困难。反之，工作效果就要差些。”［１］７１９在谢觉哉

看来，解放区的救灾克服了依赖与恩赐的思想，是

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对抗自然以及人为的灾祸（指的

是已被推翻的统治阶级遗留的创伤和某些在今天

难以消灭的灾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救灾。

谢觉哉认为，两种不同的救灾理念势必会带来

不同的救灾效果，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看法。

仅以民国３１年（１９４２年）横扫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大
灾荒为例。在河南省国统区的７２个县中有１６００多
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１／３，其中数百万人
颗粒无收，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

受灾人数也在１１４６万，其中非赈不可的约 ２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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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４］１６３国民党中央虽然在是年十月曾派大员前往

河南查勘灾情，但此后迟迟不见救灾的行动，就连

有关灾荒的消息也被封锁，而许多商人和贪官却囤

积大米，大发其财。到了第二年，迫于强大的舆论

压力，国民党才不得不拨发赈款救济，但此时对于

灾民已无太大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两年中河南

省约有２００～３００万灾民被夺去了生命。［４］１６７因此，
“这样的赈济不仅没有化作中原人民的‘福音’，却

演变成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最大的政治丑闻之

一。”［４］１７０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受灾

最严重的是位于太行山脉两侧的晋冀鲁豫边区，需

要救济的灾民有１５０～１６０万人。由于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民主政府能够紧急动员、及时救灾，并倡导

广泛开展以节约、互助为核心的社会互济运动，还

把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推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

众性生产度荒运动，边区的救灾度荒取得了很大的

成效。边区、敌占区和国统区相比，因灾荒的程度

要轻得多，一度出现了敌占区和国统区灾民大批奔

向边区的景象。“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代表的这种大

规模有组织的救灾度荒运动，是在抗日民主政府领

导下的、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力量为基础的真正

群众性的社会自救运动。”“整个边区的党政军民在

严峻的灾荒面前团结起来，凝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成为边

区战胜天灾敌祸的最基本条件。”［４］１８７

　　三　提出新社会救灾的新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

人，必然会以一种崭新的状态去面对灾害，去解决

救灾问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长

的谢觉哉对新中国的救灾充满了信心，提出了有别

于旧社会的新救灾理念。

（一）救灾的主体是人民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０日，谢觉哉在第一次全国民政
工作会议上的补充报告中，针对一年来生产救灾工

作，结合中央精神，提出了９点认识，其中之一就是
要把救灾工作看作全体人民的工作。“这是大事

情，不是政府少数干部能做好的。必须通过代表会

议或代表大会，把救灾工作变成老百姓自己的事

情。因为一经过会议，大家就会想出好的办法，同

心合力去做了。”［１］７３５１９５４年１２月，谢觉哉在《五年

来战胜灾荒的略述》的讲话中，总结了完成救灾任

务的四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救灾工作，必须依靠

群众，有领导地依靠群众。灾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应以讨论生产救灾工作为中心，通过人民代

表大会使救灾的政策和各项工作为人民直接掌握，

这样，政府工作和人民的实际才不脱节，才能发挥

无限力量。”［１］８９３

谢觉哉认为，救灾的方针、办法要为人民所掌

握，救灾的力量才会大。为此，他提出可以通过两

种让人民掌握救灾政策，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

方式。一种方式是让各级干部深入灾区亲自领导，

通过和人民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生产、共

同生活，逐渐使救灾的方针政策为人民所掌握。

１９４９年，华东、华北等地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中央人
民政府曾派出５个观察组，由人民监察委员会刘景
范副主任、内务部武新宇副部长、陈其瑷副部长等

领导，分别到平原、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灾区指导

救灾。河北杨秀峰主席亲自走了１６个县４７个村，
河北全省干部下乡救灾的达４０００多人。另一种方
式是通过灾区的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由

灾民代表们自己讨论，通过他们去组织人民。如平

原省金乡县原仅发动３４％的群众参加生产，在各界
代表会召开后，发动的男劳动力增至７１％，女劳动
力增至６２％；再如河北武清县开过各界代表会后，
纠正了干部好高骛远的空计划，接受了从小处着眼

的工作精神。

（二）救灾是与灾荒的长期斗争

在谢觉哉看来，救灾不仅仅是“赈救”，它更是

对灾荒的斗争。如民国 ３１～３２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华北敌后区成千上万的人民和蝗虫作战，把蔽

天的蝗虫消灭在土坑里、扫帚下；再如水灾发生，党

政军民上堤抢险，干部带头，万人齐赴，使千万亩田

地免遭淹没。他认为，防灾救灾是一系列长期的工

作，需要树立长期生产自救的思想：“本来农业不可

能全不靠天，我们只要减少靠天成分，把黄河、淮

河、长江几条大河整修一下，森林培植一下，塘坝整

理一下，改变封建统治时代全不抵抗自然，任其破

坏的状况。但也需要大的力量、金钱与时间。目下

我们还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只能做到尽量使灾荒

减少。”［１］７３４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４日，谢觉哉在一次讲话中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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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５年来与灾荒的斗争进行了回顾，列举了几个战
胜灾荒的例子［１］８８３－８８５。水灾方面：１９５２年浙江省
宁波专区发动群众２０万人日夜轮流守护海塘和江
堤，保护全部海塘、江堤未出险；１９５４年长江、淮河
因洪峰太高，次数也太多，不少堤防溃决或漫过，但

仍保全了许多不易保全的地区（１９３１年武汉水位在
２６．９４公尺时就被淹了，今年达到２９．７３公尺，没有出
险）。旱灾方面：１９５２年湖北省大旱，全省３８县动
员３３６万人，水车１２８０００辆，利用了许多深山幽谷
的水源，打井、挖塘、开渠、筑坝近１１２０００处，救出
１１５０多万亩农田，一般可多收 ３成左右；浙江省
１９５３年的旱灾比１９３４年重，但１９３４年因旱减产粮
食３６亿斤，１９５３年由于深入开展抗旱运动，全省参
加抗旱的干部有８０００多人，动员民工达８６００万工
日，因而仍保持了常年的收成。虫灾方面：１９５２年，
全国参加捕灭稻虫、小麦蚜虫的达２０６０万人；１９５３
年共使用喷雾器１４万架，药粉６０００吨，并出动了飞
机协助灭虫，使各地虫害很快得以捕灭。正是因为

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建国初期才能一次又一次

地战胜灾荒。

１９５４年，长江中下游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
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关各省迅速成立防汛指

挥部，制定了周密的防汛方针和抢险计划，１４万领
导干部、１０００万防汛大军战斗在抗洪第一线，经过３
个多月的努力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此次水灾，

从中央到各省政府，为赈灾拨放了巨额的现款和物

资，以最快的速度分配到各地灾区，并形成了中国

灾荒史上第一次灾民的有序转移。［５］这和解放前一

遇灾害就出现饥馑流离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救灾是一个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

谢觉哉认为，必须把救灾与生产相结合、与人

民的迫切建设相结合。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１日，面临严
重的春荒，谢觉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

们一定要战胜灾荒》的署名文章，提出“我们战胜灾

荒的方法，一方面，各个灾区展开生产自救运动，灾

区内部和灾区与非灾区间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互助

互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政府即使在今天财政比

较困难的情况下，也还拿出为数颇巨的粮食用在灾

民生产，以工代赈和紧急救济上。”［１］７０６谢觉哉作为

内务部长，在领导救灾工作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视

生产救灾的。１９５１年，他在写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

政部部长郑绍文等人的信中指出：“筹救济粮是必

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主要应是发展农业

及副业生产与社会互助。前者力量有限，后二者力

量无穷”。［６］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７日，谢觉哉在“关于救灾
问题给江西省邵式平同志的信”中，根据江西省灾

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９条建议［１］７９８，其中就有５条
是关于生产建设的问题。

在生产救灾的过程中，谢觉哉强调“要发扬灾

区人民患难同舟的友爱精神，在生产上组织起来，

合作互助，并尽可能地实行就地互济，亲邻相

帮。”［１］７０７“一个膀子力小，两个膀子力大，灾民搞生

产要互助，灾民中有劳力和无劳力的要互助，有劳

力和有资金的要互助，灾民与非灾民要互助，灾区

与非灾区要互助”，“发动节约，省吃俭用，长期打

算”，“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且对广大灾民

生产度荒情绪上也是莫大的鼓舞”。［１］７２２

生产自救和动员社会力量开展互助互济在建

国初期的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１９５４年，
中央拨付各省的救灾款为３．４亿元，而当年灾民从
事农副业生产增加的收入就达３亿元。［７］

（四）救济粮款的发放是救灾工作的大关键

谢觉哉十分重视救济款物的发放细节，他认

为：“政府对灾民的粮款救济，是支持灾民生产自救

的决定力量。通过它，可以安定灾民的情绪，可加

强灾民生产的信心，可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

系。”［１］Ｐ８８８因此，他把救灾款物的发放上升到整个救

灾工作大局的高度来看待，他认为：（１）不是放了了
事，而是应先经过调查，群众会议，谁处应多，谁处

可少，每个村子里谁家应多，谁家可少，务使发放恰

当，落在应得者的灾民手里。（２）不是发对了就了
事。“发放的过程即是组织的过程”：积极的组织，

把救灾粮投入生产，１斗变成２斗、３斗；消极的组
织，叫“细水长流”，配合一些东西吃，不要几天吃光

了，而要计算吃到有新东西可吃的时候。［１］７２３（３）救
灾粮款要发到灾民手里才算数。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谢觉哉专门就救灾粮款发
放问题复信江西省邵式平主席，信中第一段即明

确：“救灾粮款，要发到灾民手里，才能算数；要发到

灾民手里并要使之从事生产、而不是坐食，才能算

数。”接着赞扬了邵式平亲自去灾区主持救灾粮的

发放，并通过列举实例说明：“救灾即只在发放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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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是个极细致工作，甚至要发动全体干部来做。

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浪费等现象是来不得的，

也不容许他存在。”［８］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９日，谢觉哉为
救灾问题写了一封给受灾地区党的负责人的一封

信中再次强调：“救济款发放得好与否是救灾的大

关键”［１］８７９。信中肯定了湖南省发放救济款的做法：

该省为发好救济款，召开了三级干部会，有的开了

１０－１２天，进行干部的思想和政策教育，然后把区
的指标发下去；三级干部会后，区又开了区乡干部

会，分配乡的指标，然后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讨

论通过初步方案。群众对此很满意，干部也认为有

了办法。由此可见，在救灾工作的一系列大环节

中，谢觉哉突出救济款物发放这一小环节，并非抓

小放大，而是抓住了关系整个救灾工作全局的关键

问题。

　　四　结　语

谢觉哉经历了旧新社会的转变，他的救灾思想

透露着旧新时代的对比，折射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睿智和体察民情的朴素情怀，同时也对我们当代社

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他善于寻找灾害的

深层次原因，注重从社会成因入手，启示我们在处

理自然灾害问题时，应该从人与自然和谐的层面，

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来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他重视人民在救灾中的主体地

位，注意发挥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启示我们在

灾害面前，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也正是我们近

年来接连战胜非典、禽流感，经受住洪水、地震，继

续保持国家稳定发展的力量之源。他注意救济活

动的精神力量价值，重视救济活动中款物发放等细

节，启示我们在救灾活动中要以灾民为本，从帮助

他们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救灾，同时要加强监

管，做细工作，真正发挥救济工作在安定灾民情绪、

树立灾民信心及密切政府与人民之间联系等方面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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